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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晋玲：

教育层次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①

陈晋玲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财经系，山西 晋城 048000）

摘 要：本文就如何更有效率地发挥不同教育层次的人力资本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作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

在促进就业目标下，采用结构影响指数测算了 2005—2018年期间我国各省份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其次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了不同教育层次的人力资本对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指数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初等教育的就业人数比重变化对全

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直接影响均为负，并且呈现出由东向西不断递增的态势，仅西部地区的空间溢出

效应显著；中等教育就业人数比重上升对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均为正且显著，东部

地区不显著；高等教育的就业人数比重上升对全国及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为

正且显著，其中东部地区的影响效应最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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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变化是否是产业结构优化，除了需要考虑经济效率之外，还需要考虑

充分就业、环境等基本因素，尤其针对我国是人口大国的现状，产业结构优化是否有利于充分就业，也是当前

需要考虑的非常重要的因素。目前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为高质量发展阶段，重中之重是产业结构的

调整优化，主导产业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这必然会对我国就业产生影响。与此同

时，教育的规模和结构决定了人力资本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从而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重要影响，尤

其是人力资本教育层次结构的变化与产业结构优化趋势是否匹配决定着产业结构优化效率，同时也是促进

就业的重要路径。在这个背景下，关于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与就业之间相互关系再次引

起了关注，本文拟在促进就业目标下实证分析我国区域间不同教育层次的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

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各区域如何发展不同层次教育来促进本地区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推动

作用的思路和对策。

一、文献评述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和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目前这些文献主要关注两

个方面：

一是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大多数文献是从人力资本存量角度进行论证。主要文献有：张少

红［1］提出劳动力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速度。冉茂盛和毛战宾［2］、靳卫东［3］从理论角度

论证了人力资本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闵维方和蒋承［4］等通过构建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存量

的三维结构，认为调整产业结构需要优化人力资本的教育结构，二者具有引领和适应的双重关系，在当今经

济发展过程中应有效、持续地发挥教育的先导作用。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更多采用现代计量经济学模型进

行实证研究。欧阳峣和刘智勇［5］基于异质性与适应性视角，以中国为样本，通过采用耦合度模型论证发展中

大国人力资本与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具有很高的匹配程度。赵楠［6］以 2002—2012年我国 30个省市级数据为

例，通过采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论证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方向与力度。孙海波和焦

翠红［7］以我国 2003—2013年的 30个省市级面板数据为例，通过构建面板平滑转换模型论证人力资本集聚对

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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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产业结构与就业之间关系的研究。国外较早地开始研究产业结构与就业变动关系的代表性理论有

配第‑克拉克定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拉尼斯‑费景汉和乔根森的人口流动模型、新制度经济学派中的

制度变迁理论等，这些理论为后期研究产业结构和就业之间关系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此后，国外学者采用

一些计量模型方法对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进行实证研究，例如，Iwao［8］以日本在 1955—1968年的经济发展

模式为例，理论研究了产业发展模式与就业结构的相互关系；Juleff［9］以 1971—1989年英国为例，论证英国经

济发展的同时，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所占比重大幅下降，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大幅增长，尤其

是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长最为显著。

国内学者研究就业与产业结构关系始于 20世纪 90年代。近年来，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在两个

方面：一是产业结构与就业之间的作用机制。例如，王旭升和王旭辉［10］、詹浩勇［11］研究了我国在重化工业阶

段重化工业对就业的影响效应，认为我国重化工业发展对就业的直接效应是会引起第二产业就业弹性下降，

降低了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孙晶和蒋伏心［12］、丁一兵等［13］从资本市场的视角研究产业结构与就业的运

行机制，他们认为资本市场规模扩大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途径会引起就业人数增加。杜传忠

和许冰［14］实证研究了我国的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得到短期内技术进步阻碍就业规模的扩大，但是长期

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够促进就业的结论；二是产业结构与就业的关系方面。例如，徐光平和景建军［15］分

析了我国长三角地区及山东省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关关系。张文玺［16］、张建华和王慧丽［17］实证研究

了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程度。于晗［18］认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两者之间是相互调整的演进趋

势，并且对两者的变动趋势进行了预测，提出就业结构的发展变化相对要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大部分国内学者集中研究人力资本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三者之中两者之间的关

系，较少地对它们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即使有，相关文献也大多从高等教育结构角度进行

研究，例如，马力和张连城［19］对高等教育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三者之间存在

互动共变关系和时间滞后关系。本文认为我国近年来虽然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同时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

但是呈现出地区差异，尤其是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和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差异明

显。本文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将在促进就业目标下从三大区域方面研究不同教育层次结构的人力资本

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空间联动关系。

二、促进就业目标下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关系分析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核心，人力资本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基础。但是仅是人力资

本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会带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人力资本的数量相比，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

配更为重要。其中人力资本的教育层次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关系随着所处经济增长的阶段不同是有变化

的，就业是两者进行匹配的结果，当教育层次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匹配时，会促进就业。

本文采用国内学者马力和张连城［19］提出的观点，根据产业结构调整不同阶段的驱动要素来源不同，将

产业结构调整阶段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在初级阶段期间，产业结构调整从以第一产业为主转变为以

第二产业为主，工业化水平较低，对技术的要求不高，就业需求量较大，人均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导致对教育

普遍不被重视，在这一期间人力资本教育层次结构呈现出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所占比重最大，高等教育所占

比重较小的特征，教育层次结构变化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和从属地位，所以这一阶段教育层

次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表现为根据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推动教育层次结构的变化，从而会促进

就业增加。在高级阶段期间，经济增长速度减缓，这一阶段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的需求，产业结构内部

不断细化，促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即从第二产业为主转变为以第三产业为主，并且在第三产业内部不

断分化催生出新的产业，即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这就要求人力资本具备较高的专

业化水平，并且更需要创新能力，因此，这一阶段各种类型的人才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教育作为人才的主

要培养途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重要，逐渐在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起到引导作用。为了满足受产业结

构优化未来发展趋势，教育机构主动不断调整其结构，从而教育层次结构的变化具备了主动性。所以这一阶

段教育层次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表现为教育层次结构变化推动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从而

促进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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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量、模型和方法

（一）因变量的测算
鉴于在不同目标下，产业结构优化的测度方法是不一样的，本文是在促进就业的目标下对我国 30个省

份的产业结构优化指数进行测算。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1）计算历年各省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值的增长率，计算公式为

LP = ΔL/L = ( Lti - Lt - 1i ) /Lt - 1i

YP = ΔY/Y = (Y t
i - Y t - 1

i ) /Y t - 1
i （1）

其中：Li分别表示三次产业的就业人数；LP表示劳动力增长率；Yi分别表示三次产业的增加值；YP表示增加

值的增长率；i取值为 1、2、3，表示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t表示年份。

（2）计算历年各省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LT），计算公式为

LT t
i = LP

t
i

YP t
i

（2）
（3）计算历年各省的产业结构优化指数。为了体现促进就业目标下的产业结构优化，计算 t年平均就业

弹性的产业结构优化指数，计算公式为

ISt =
∑
i = 1

n

LT t - 1
i TISti

∑
i = 1

n

LT t - 1
i TISt - 1i

（3）

其中：TIS表示三次产业所占比重；IS表示产业结构优

化指数。

根据计算结果判定产业结构优化效果，如果这一

指数值大于 1，说明该地区高就业产业的产值比重上

升，从而意味着产业结构变化会促进就业，即产业结

构趋于优化。计算结果值越大，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更

加显著。反之，表示没有得到优化。在计算结果基础

上，计算最近 5年的产业结构优化指数的算术平均数，

按（103%，+∞］、（99%，103%］和（0，99%］分为 3类，结

果见表 1。
（二）自变量的选取

本文从供给方面的影响因素角度来考虑，在市场

体系中，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素包括国内和国

外两个部分，国内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水平，

国外要素包括进出口贸易。这些要素的流动性决定

了产业体系的产出结构。如果它们不断升级，产业结

构随之会不断升级。本文将这些因素的量化指标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中。

（1）不同教育层次的人力资本。本文将人力资本结构按教育层次可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

的人力资本，分别用文盲和小学受教育就业人数所占比重（PL）、初中和高中受教育就业人数所占比重（SL）、

大学专科、本科及研究生受教育就业人数所占比重（HL）表示初、中、高 3个层次的人力资本。

（2）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直接原因，加大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

固定资产投入，将推动这些产业比其他产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从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本文选取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在 GDP（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代表固定资产投资水平（FI）。

（3）技术水平。技术改革创新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动力，技术创新不仅可以促使不断产生新兴产

业，同时能促进产业效率的明显提高，并通过带动相关联产业的发展，促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本文选取技

术成交额在 GDP中所占比重作为代表性指标（TL）。

表 1 促进就业目标下的产业结构优化指数的区域特征

第一类
地区

天津

河北

江苏

浙江

湖南

广东

四川

陕西

产业结构
优化指数值

106.63
104.18
109.34
103.31
105.13
103.04
110.09
103.51

第二类
地区

北京

吉林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广西

海南

重庆

云南

甘肃

上海

产业结构
优化指数值

102.84
101.18
100.92
101.22
102.31
102.57
102.70
102.47
101.72
100.65
100.64
101.12
101.55
100.91

第三类
地区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黑龙江

宁夏

贵州

青海

新疆

产业结构
优化指数值

98.69
99.46
98.76
97.82
97.38
98.96
99.93
99.53

注：第一类地区表示产业结构优化明显；第二类地区表示产业结构
优化不明显；第三类地区表示产业结构没有得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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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进出口贸易。对外贸易是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主要外部因素之一，可以通过增加资本积累、促进技

术进步、引导消费需求结构变化等途径，对本国产业产生关联和示范等效应，进而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升级。本文选取进出口额在 GDP中所占比重作为代表性指标（FT）。

（三）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样本范围为我国 30个省份（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因数据缺少剔除），并将 30个省份分成东、

中、西三大地区作为 3个样本进行分析①。研究时期为 2005—2018年，相关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和

2006—2019年期间 30个省份统计年鉴。

（四）产业结构优化指数的空间自相关检验
本文的产业结构优化指数是在促进就业目标基础上构建

的，基于人口与产业在区域之间的流动性，理论上应该存在空间

相关性，但是由于采用统计指数法，是否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需

要论证。因此，本文采用 Moran’s I 指数法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2。由表 2可知，Moran’s I 指数均为正且显著，表明全国产业结

构优化指数在 2005年以后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即我国

自 2005年起在促进就业目标下产业结构优化在全国范围扩散

效应显著。

（五）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与检验

常用空间计量模型包括空间杜宾模型（SDM）、空间滞后模

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3种类型。本文拟选择 SDM模

型作为用于测度教育层次结构变化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

响，主要原因是受就业人员、资本、技术等因素流动的影响，一个

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不仅受到本地区各层次教育水平就业人员

的影响，还受到邻近地区不同层次教育水平就业人员的影响；此

外，由于示范效应的存在，相邻省份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也会影响本地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而且 SDM模型包

括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模型设定上能够体现本省和邻接省份不同层次教育的人才资本对于产

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形式如式（4）所示：

IS = α + ρWIS + Xφ + WXδ + ε （4）
其中：IS表示产业结构优化；α表示常数项；ρ表示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系数；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X表示

一系列解释变量；φ表示解释变量的常数回归参数；δ表示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系数；ε表示残差。

根据 SDM模型的表达式可知，若 δ = 0，则 SDM模型将变成 SLM模型，若 δ + ρφ = 0，则 SDM模型将变成

SEM模型，可见，与 SLM模型和 SEM模型相比，SDM模型更具有普适性。

本文使用 Anselin［20］提出的研究方法进行检验，首先，建立不包含空间效应的普通面板回归模型，模型如

式（5）所示：

IS = α + Xφ + ε （5）
其次，对模型（5）采用 OLS方法进行估计，所得的残差进行 LM检验，发现 LM空间滞后和 LM空间误差均

存在且显著，表明可以构建空间面板模型。

最后，利用 Wald统计量进行检验，针对模型（4）进行两个假设检验，两个原假设分别是 H 0：δ = 0和

H 0：δ + ρφ = 0。Wald统计量（空间滞后）和Wald统计量（空间误差）均显著，表明拒绝原假设，则说明 SDM模

型作为计量模型进行估计是适合的。

（六）模型估计

本文采用模型（4）的 SDM模型作为待估计的空间计量模型，空间权重矩阵采用空间二进制矩阵，即 0‑1
矩阵，估计模型采用 LeSage［21］提供的MATLAB软件来进行。估计结果见表 3。
① 东部地区是指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11个省级行政区；中部地区指黑龙江、吉林、山西、安徽、江

西、河南、湖北、湖南 8个省级行政区；西部地区指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 11个省级行政区。

表 2 2005—2018年全国产业结构优化指数的
空间自相关检验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I
0.251**

（2.140）
0.248**

（2.146）
0.289**

（2.467）
0.280**

（2.408）
0.317***
（2.641）
0.378***
（3.069）
0.389***
（3.167）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I
0.391***
（3.167）
0.404***
（3.249）
0.374***
（3.040）
0.336***
（2.740）
0.352***
（2.820）
0.390***
（3.279）
0.396***
（3.756）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
号内为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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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全国与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 SDM模型的估计结果与检验

变量

PL
SL
HL
FI
TL
FT
W×PL
W×SL
W×HL
W×FI
W×TL
W×FT
ρ

R2

LogL
Wald空间滞后检验

Wald空间误差检验

豪斯曼值（Hausman）

全国

-0.042**（-1.901）
0.364**（1.968）
0.086**（1.991）
0.045**（2.091）
0.409***（2.722）
0.018***（3.725）
-0.024*（-1.811）
0.212***（2.636）
0.282***（3.822）
-0.030（-0.965）
0.895***（2.641）
0.025***（2.612）

0.482***
0.632
152.93
59.210
43.260
30.21

东部

-0.037**（-2.261）
-0.136（-1.020）
0.903**（1.956）
0.168***（2.891）
1.103***（3.071）
0.340***（2.843）
0.191（1.011）
-0.065（-1.243）
0.431***（3.211）
0.079（1.161）
0.986***（2.995）
0.321***（3.179）

0.652***
0.768

181.5914
36.68
34.21
10.22

中部

-0.049***（-2.592）
0.526***（2.581）
0.452***（2.602）
0.073**（2.221）
0.692***（2.884）
0.130***（4.821）
0.147（1.242）
0.635***（3.363）
0.216***（3.678）
0.039（1.311）
0.574（0.841）
0.282***（3.513）

0.501**
0.689

130.7444
46.61
48.79
20.99

西部

-0.069***（-3.041）
0.267**（2.031）
0.135**（2.052）
0.052*（1.863）
-0.323**（-1.943）
-0.073**（-2.031）
-0.887***（-2.723）
0.241***（2.711）
0.086**（2.323）
-0.029（-0.732）
-0.660*（-1.872）
-0.040**（-2.193）

0.390*
0.521

106.1702
28.53
31.23
7.86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值。

（七）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分解

在本文的 SDM模型估计中不但可以通过回归系数来解释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情况，LeSage和 Pace［21］
还提出采用偏微分方法测度自变量影响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模型（4）转换为如下的矩阵形式：

IS = ( I - ρW )-1 + ( I - ρWδ )-1 + ( I - ρW )-1 ε （6）
因变量 IS中关于第 k个变量的偏微分矩阵为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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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ê

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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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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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1k … ∂ISN

∂XNk

= ( I - ρ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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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ê

ê
êê
ê

ù

û

ú

ú

ú
úú
ú

φk W 12 δk … W 1N δk
W 21 δk φk … W 2N δk
⋮ ⋮ ⋮
WN1 δk WN2 δk … φk

（7）

其中：矩阵对角线元素的平均值表示直接效应，表示所有省份各个层次教育就业人数变化引起本地区产业结

构优化指数变化总和的均值；矩阵右端非对角线外其他元素的平均值表示空间溢出效应，表示所有省份各层

次教育就业人数变化所引起的邻接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变化总和的均值。结果见表 4。
表 4 基于我国三大地区 SDM模型空间分解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变量

PL
SL
HL
FI
TL
FT

东部地区

直接效应

-0.034*（-1.871）
-0.068（-1.370）
0.625**（1.882）
0.605**（2.001）
0.659***（2.730）
0.416***（2.650）

间接效应

0.021（1.262）
-0.018（-1.211）
0.313***（2.981）
0.345（1.330）
0.849***（2.831）
0.091***（2.601）

中部地区

直接效应

-0.072**（-1.911）
0.321***（2.903）
0.302**（1.922）
0.421*（1.791）
0.371*（1.842）
0.210***（3.871）

间接效应

0.062（1.071）
0.527**（2.271）
0.178**（2.063）
0.261（0.971）
0.538（0.723）
0.053**（2.179）

西部地区

直接效应

-0.260**（-1.919）
0.231**（2.094）
0.087***（3.111）
0.032**（2.162）
-0.326***（-3.224）
-0.073**（-2.073）

间接效应

-0.853***（-2.741）
0.392***（3.410）
0.039**（2.402）
-0.011（-1.072）
-0.215**（-2.046）
-0.080**（-2.463）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值。

（八）计算结果分析

通过表 3的 ρ可以看到，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著的空间扩散效应，并且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产

业结构优化扩散效应呈现出逐渐递减的特点，这种扩散效应强度恰好与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产业承

接转移层次相对应。

在初等教育层次的人力资本方面，其变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直接影响均为负，在 2005—2018年期

间我国三大地区初等教育就业人数所占比重呈现下降趋势，表明该变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其中西

部地区的直接影响最为显著。从间接效应来看，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显著，西部地区空间

溢出效应为负且显著，表明我国西部地区初等教育就业人数比重下降，会促进该地区更多就业人数选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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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较高层次的产业，对本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起到推动作用，从而也推动了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

在中等教育层次的人力资本方面，其变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三大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直接影响

有差异，东部地区的影响为负且不显著，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为正且显著，其中中部地区的影响最为显著，表明

2005—2018年期间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这类层次人力资本的需求已饱和，导致中等层次的就业人数

变化对于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影响不显著，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为中等层次的人力资本

发挥作用提供发展的空间。从间接效应来看，我国东部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空间

溢出效应为正，其中中部地区最为显著，表明 2005—2018年期间我国中等层次教育的人力资本对于中西部

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更为适合，中等层次教育的发展能够带动本区域和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在高等教育层次的人力资本方面，其变化对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直接影响

为正，并呈现出递减趋势，表明 2005—2018年期间我国三大地区高等教育就业人数所占比重上升对我国各

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均起到正面促进作用。从间接效应来看，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间接效应均为正，其

中东部地区空间溢出效应最显著，西部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小，表明我国东部地区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

高，产业结构层次高，对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具有很强的吸纳能力，使得邻近省份的优秀高层次人才与不断

流向本省，从而显著促进本省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经济发展落后，产业结构层次较

低，导致大部分优秀的高层次人才不断流向东部省份，因此这对西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效应较小。

模型其他控制变量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方面，在不同地区间出现明显差异。具体来说，固定资产

投资（FI）在三大地区的直接效应较为显著，而间接效应不显著。这是由于 2005—2018年期间我国各地区的

固定资产投资主要倾向于第二和第三产业中的技术水平高的产业，在一定程度上本省份会吸纳更多人才，从

而促进了本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技术水平（TL）在东部地区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为正且显著，中部地区的

直接效应为正且显著，西部地区为负且显著，表明只有东部地区技术水平真正推动了本地区产业结构优化，

并且对邻近省份产生技术外溢。而进出口贸易（FT）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具有显

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对西部地区则为负向作用。

四、政策建议

通过实证分析结果可知，不同层次教育在东、中、西部三大地区效应有较大差异，主要是因为东、中、西部

三大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效果、技术水平、对外贸易等方面的差异，使得不同教育层次的就业人员在各地区的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本文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 3个层次如何更好地发挥

教育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就初等教育层次的人力资本而言，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初等教育就业人数比重的变化对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在我国西部地区最为显著，表明我国迫切需要加大初等教育资源的投

入，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重点加强西部地区基础教育投入，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让尽可能多的接受

初等教育的学生进入到中等乃至高等教育阶段。

第二，就中等教育层次的人力资本而言，通过前文的实证分析可知我国三大地区中等教育就业人数比重

的上升对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效应为正，表明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对中等教育

的人力资本仍有较强的吸纳能力，所以中西部地区要重点加大中等教育投入，通过继续教育、培训等方式提

高中等教育就业人员的质量，进而增强中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对本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力度；其次，

促进中西部地区的中等教育在区域间分布结构合理化，让社会各阶层人群和低收入群体更多地进入到中等

教育阶段。

第三，就高等教育层次的人力资本而言，通过前面的实证分析可知我国东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就业人数对

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最为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的影响还是偏小。但是未来我国产业

转移的进展将会不断由东向西的推进，中西部地区将对高等教育需求不断上升，因此，一方面我国东部地区

高等院校进一步要加强专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我国东部地区高等院校要发挥好向中西部的扩散效应，加强

与中西部地区高等院校的合作，帮助中西部地区重点培养代表本地区未来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趋势所需的特

色专业。此外，我国中西部地区的高校毕业生选择去东部发达地区就业的比率偏高，存在“孔雀东南飞”的现

象，因此，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政府需要做好财政支持和人才供求等信息引导工作，加大本地区所需人才的各

方面待遇投入，创造各种的条件让本地区需要的相关专业的优秀毕业生尽量选择在本地区就业工作，并且能

够发挥出他们的专业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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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al Hierarchy on the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Based on the Spatial Dubin Model

Chen Jinling
（Finance Department，Ji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Jincheng 048000，Shanxi，China）

Abstract：How to more effectively play 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at different levels of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is studied. Firstly，based on the goal of promoting employment，the structural impact index is set up to calculat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index of China’s provinces during the period of 2005—2018. Secondly，the Spatial Dubin Model
is us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on different levels of education on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index.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It is negative that the change in the proportion of human capital in primary education directly impacts on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three regions of the Eastern，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n China，and it also shows an
increasing trend from east to west，only the space spillover effect of the western region is significant. It is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that
the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human capital in secondary education directly impacts on the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n China，and it is not significant in Eastern region. It is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that the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human capital in high education directly impacts on the optimization and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Eastern，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n China. Among them，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Keywords：index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structure of educational levels；spatial durbi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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